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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

中共摧毀會道門

和極權主義的建立

夏    明

2019 年正逢中國共產黨奪權建政 70 週年。從研究政治秩序和政治治

理的角度來看，中共治理已經逐漸成熟定型，或者如習近平所說，前 30

年和後 30年在他的 10年任期裏可以互不矛盾、貫串一氣，形成制度自信。

從一個百年政黨和 70 年中共治理，我們可以提煉抽象出中共政治秩序和

治理的模式。

中共的話語體系是從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來敘述共產主義體系的。上

層建築包括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中共整套政治經濟權力體系的建立當然

是一個歷史過程，但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直到 1954 年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頒布的五年，卻是建立「新秩序」的最重要和

行動最密集的時期。摧毀中華民國體制、建立革命秩序，劃分階級成分，

施行農村土地改革，推行城市公私合營，鎮壓反革命，建立戶籍制度、勞

教制度、社會管制制度，最後召開人代會，頒布憲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



499

中共摧毀會道門和極權主義的建立

和經濟秩序基本確立。在本文中，我要以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的「鎮壓會道

門」為中心點，揭示「鎮壓會道門」作為中共建立意識形態一元化的重要

內容，又是如何配合和強化政治和經濟上的一元化集中趨勢的。可以說，

沒有對「會道門」的徹底剷除和把道首們從肉體上消滅，就不會有中共全

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最終確立。

著名秘密社會研究權威蔡少卿指出中國秘密社會有「秘密教門」和

「秘密幫會」、「會黨」和「教門」兩大傳統 1。「秘密社會」在中國已

有兩千年的歷史，學者通常追溯到東漢時期張陵創立的「五斗米道」。

學術界一般把它分為兩個子系統：幫會和教門（「會道門」），二者的區

別主要在世俗化和宗教色彩。在秦寶琦的研究中，中國歷史上的「秘密結

社」包括「秘密會黨」和「秘密教門」兩大部分，在清末民初，他們分別

蛻變而成「黑社會」和「會道門」2。中國學術界的共識是：「會道門，

是以傳播宗教為名進行秘密活動的封建性組織的統稱。教門屬於中國民間

宗教結社 3。會道門作為專門術語出現，並被廣泛使用，是在 20 世紀中

期。由於這類組織的名稱中，最後一個字常常是『會』、『道』或『門』，

因而各省、市、縣的行政機構在所發布的取締公告中，將其統稱為『會道

門』。」4 換言之，「會道門」概念本身是政府行使政權的產物，而非中

國歷史或學術界形成的稱謂概念。在行政部門（有主要是執法的公安部

門）看來，「會道門」與正常的宗教（傳統的五教：儒、道、佛、穆、耶）

至少有四個區別：無固定組織名稱、活動場所不固定、信仰雜亂不專一、

無固定經典 5。陶成章曾提出「南會北教」之說，亦即天地會、哥老會、

青紅幫等主要集中在南方，而白蓮教等主要盛行於北方。蔡少卿也認為相

對來說，「北教南會」有一定價值：「秘密教門主要分布在中國北方，華

北地區黃河流域特別盛行。秘密會黨主要活躍於中國的南方，天地會在福

建、兩廣、湘贛等地特別活躍，哥老會在長江流域各省尤其昌盛。」6「歐

陽恩良在《形異神同：中國秘密社會兩大系統比較研究》中檢驗了這種說

法，得出了如下的新結論：自清初至清末，儘管秘密會黨南北皆有，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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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遠勝於北方。但就教門而言，它既盛於北又盛於南 7。到了民國時期，

教門也是遍布大江南北，典型的是一貫道從北向南的擴張，同善社和先天

道從南向全國的擴張。

教門 / 會道門在民國時期得到了迅猛擴展。根據《中國會道門史料集

成》，在 20 世紀，政法界一般認為，中國會道門組織約有三百種（其中

包括統一組織的許多變異）；學術界則認為，中國會道門組織至少超過

一千種。根據我們的統計，有檔案文獻依據的會道門組織就有 4,542 種。

其中，以會命名的有 908種；以道命名的有 1,061種；以門命名的有 366種；

以教命名的有 368 種；以堂命名的有 388 種；以壇命名的有 295 種；以社

命名的有 152 種；以學命名的有 14 種；以軍命名的有 7 種；以團命名的

有 9 種；以院命名的有 16 種；以宮命名的有 19 種；以香命名的有 11 種；

以齋命名的有 19 種；以派命名的有 12 種；以閣命名的有 6 種；以天命名

的有 6 種；以黨命名的有 5 種；以廟命名的有 4 種；以局命名的有 4 種；

以隊命名的有 8 種；其它命名的有 324 種。8

在下面文章的正文中，我試圖回答如下幾個主要問題：

1. 在中共建立以後和建政之時，中共與會道門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在近 30 年的時間裏，它是如何演變的？為什麼？

2. 為什麼中共奪取政權後要全面鎮壓和消滅會道門？

3. 中共 / 中共政權又是如何取締、鎮壓和摧毀會道門的？

4. 鎮壓會道門和中共極權主義的建立和形成的典型特徵有何關係？它

如何幫助我們認識以後中共對所謂邪教的鎮壓、甚至對官方承認的各大宗

教的控制？

如果我們借用一下「分形理論」（theory of fractals），我們通常會看

到，自然界一個巨大的造型是由無數不斷重複的、更小的同類造型構成的

（例如海螺的「螺旋式上升」）。換一個角度來說，無機和有機的物質世

界以及社會有機體都可能展現「分形」的規律，如果我們觀察到一個細小

的單元，這個細小單元的特質經常會在更大的規模上重複延展。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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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一個切片，解剖好一個麻雀，不僅我們可以加深對中共極權主義體系

內在秘密的理解，可能我們還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會發現一個模式來概

括和透視中共建政 70 年、甚至中共建黨近 100 年的治理體系的總體（the 

totality of Chinese Communistrule）。從進化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

能夠找到中共統治體系的完整基因密碼，比較有效率的做法可能是從中共

建政時的第一個五年來尋幽入微，見微知著。本文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要揭

示中共 70 年統治的總體模式，而且還試圖幫助讀者理解當下中國政治、

經濟、意識形態發展的共同邏輯最終構建的一個總邏輯。在本文的結语

中，我还會評估當下中國的政治危險不是要回復到「文革」時代，更是要

回復到「鎮反」時代。這也許是我這項研究的當下意義。

一、會道門與中共的關係

中共建黨以後的奪權之路和上述眾多的會道門發生过不寻常的關係，

根據其關係的發展可以梳理出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来：

第一：從 1921 年中共建立到 1949 年中共建政，共產黨對會道門是既

利用，又打擊，可以概括為實用機會主義階段。

第二：從 1950 年到 1953 年，共產黨對所有的會道門一概定為「反動

會道門」，開始了全面殘暴鎮壓時期。

第三：從 1954 年至今，中共 / 中共政權對會道門和後來定位為邪教

的組織開展了「長期監控、露頭就打」的高壓常態時期。9

在第一個實用機會主義階段，中共作為與國民黨競爭對抗的反對黨

和在民國憲政下的一個反叛組織，利用了國民黨在國家建設和現代化轉型

過程中與會道門的緊張關係，通過滲透和建立統一戰線，把部分會道門變

成了反對國民黨 / 國民政府的盟友。正如杜贊琦在他的研究中所揭示的：

中國近代以來追求的現代化進程受到「現代—傳統」二分法的影響，「大

歷史」和「科學主義」指導的民族國家建設和國家政權強化是以削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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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文化紐帶」為代價的。民間宗教體系和組織在中國鄉村是這種「權力

文化紐帶」最重要的內容。所以，從清朝的維新運動、北洋軍閥的變革

和民國時期國民黨的現代化工程都是以傳統的民間宗教體系為敵的。在

1928-1929 年，國民黨掀起了「激烈的反宗教和反迷信運動」10。1926 年

至 1928 年，北伐軍和國民黨取消了同善社，後者不敢公開活動 11。這些

激進的運動當然離異了國民黨在鄉村的政權支持基礎，削弱了國民黨在農

村基層的合法性，加之國家建設帶來的賦稅增加，甚至引發民間教門的激

烈反抗（例如紅槍會、大刀會等），製造了民眾與精英、國家和鄉村的隔

離。對國民黨政府而言，一些農村地區出現權力真空，許多地方的教門組

織成為反叛性的、顛覆性的社會因素。12 如果我們注意到國民黨的反宗教

迷信運動剛好在國共合作破裂後掀起的，我們就容易理解共產黨儘管也接

受了「科學主義」和「線性大歷史觀」，必然會發揮它的「農村戰略」，

與教門組織結盟。這種結盟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中有三點合理性：（1）

共產黨本身作為一個叛亂組織，當然會自詡為「革命政黨」，而國民黨變

成了「反革命」，國民政府也變成了「反動政權」。所有反對「反動政權」

的組織因此也獲得了「革命性」，所以自然成為革命群眾的一部分。（2）

共產黨指控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和保守上層的反動政權，它自己

依賴的階級基礎必然是工農和底層社會。因為會道門和底層民眾的緊密聯

繫，共產黨試圖通過動員和控制會道門組織掌握農工。（3）國共合作破

裂後，中共著手創建自己的「工農紅軍」，幫會和會道門都曾經成為共

產黨早期武裝的招募對象 13。儘管共產黨的官方文檔今天並不想強調這一

點，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

早在 1926 年，北方的紅槍會據說在華北等地就有 80-100 萬之眾，引

起中共注意和興趣。中共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擴大）會

議上通過了〈對於紅槍會運動決議案〉，派出大批幹部去組織、教育和整

頓紅槍會 14。根據這一決議精神，中國河南省安陽地方黨的領導人深入農

民運動，引導紅槍會、天門會直接或間接地接受黨的領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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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共再次策劃對會道門部分組織滲透和利用。

「中共對會道門積極進行改造，『變會門為自衛隊、游擊隊』、『變會門

為救國會』」16。1938 年，華北幾股紅槍會勢力都被編入八路軍。在安徽，

新四軍也爭取做紅槍會的工作，獲得首領的配合和最終接受共產黨建立的

抗日聯庄會。17 同年，在山東省夏津縣，中共黨員尹文昌帶領當地黃沙會

部分會員起義，經改編加入八路軍獨立營，造成黃沙會的瓦解 18。也在同

年，山西省河津縣自衛組織性質的庙道會由張和鑒和胡才子發起。張和鑒

是延安抗大畢業生，在抗大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 年抗大「畢

業後被當派往後方，發動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張和鑒任廟

道會的指導員。閻錫山在晉南大肆搜捕共產黨，懷疑廟道會為共產黨操縱

的組織，命令縣政府剿除。張和鑒逃往陝西，1949 年後任河津縣政府文

教科長 / 局長等職 20。1939 年，中共蘇北地方工作隊「為加強民族統一戰

線工作」，特派共產黨人吉樂山（1949 年後任福建省三原縣縣長）回到

淮安去爭取、聯絡小刀會的工作 21。當時小刀會參加的人數有近萬人。吉

樂山聯絡各地小刀會成立聯席會議並當選為大隊長，並與「日偽軍」對抗

作戰 22。同樣地，「通過對地方武裝，尤其是會道門的爭取，中共在山東

的力量得到極大的發展」23。在江蘇無錫縣，1945 年全縣先天道的入道者

達 7 萬餘人，中國共產黨曾一度獲得貧苦農民支持，「控制先天道並引導

其進行抗日活動」24。

儘管中共在民國時期一直試圖滲透和利用會道門，而國民黨也對會道

門採取過嚴厲的取締、鎮壓等措施（包括對一貫道、同善社等全國性的組

織），會道門有反共和擁共兩大陣營。但從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和對

傳統 /社會的控制手段和態度來看，絕大多數會道門應該更親和國民黨（也

是共產黨批判的「保守性」）25。再說，國民黨畢竟算得上是一個執政黨。

會道門的實用自保的傾向也會讓它們對政府是遠離或配合的關係。此時共

產黨鑑定何種教門是它的敵人時，並非如建政後有更多的意識形態考量，

而基本是看是否擋了我的奪權路。概括起來，中共在自己建政前打擊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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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的會道門大體屬於五類：

1. 在共產黨根據地和國民黨配合，支持和參與剿匪的會道門。在 30

年代的湖南，同善社與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關係很深。1931 年，國民黨陸

軍第 12 師師長陶光進主持同善社道務，圍剿紅軍根據地和進攻彭德懷的

紅軍；1934 年又組織綠軍、赭軍攻擊賀龍、蕭克率領的紅軍 26。同善社成

為中共的永久敵人，其地位恐怕僅次於一貫道。

2. 在紅軍長征途中或後來共產黨建立根據地過程中不予方便或合作、

甚至有敵意的會道門，如紅槍會、白槍會和小刀會、黃刀會等。比如，

1940 年代河南省的封丘活躍著一支白槍會，國民黨河南省長任命其頭目

為豫北剿共總指揮，發展出 11,000 多道徒與中共力量作對。1948 年中共

冀魯豫軍區以兩個團的兵力對白槍會進行圍剿。第一次圍剿不太成功，接

著中共又以四個團的兵力再次進行了一個月的圍剿，直至獲得勝利 27。

3. 在共產黨統治的蘇區或紅區反對土改、反對打土豪分田地的會道

門。河北無極縣的大刀會的宗旨是「防匪盜、反惡霸、打官兵、抗捐稅、

反貪官污吏」。它有抗擊日軍、圍剿土匪之舉，但拒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和教育，拒不解散，也反抗收編，結果在 1938 年 9 月被八路軍解除武裝，

首領也被嚴懲 28。

4. 在抗日戰爭中和日本人和汪偽政權合作的會道門。如 1942 年在山

西省盂縣，中共八路軍帶領部隊兩個團的兵力，堅決打擊和「日偽、漢奸

特務勾結」的紅槍會，消滅了 40 餘村的近萬名道徒，搗毀了紅槍會的「文

武堂」，擊斃道首多人，並生俘 60 多名大小道首 29。

5. 在國民黨的民國時期與國民黨統治精英層緊密聯繫的會道門。集大

成者以致让共产党恨之入骨、毫不留情的当属一贯道、同善社、九宫道、

先天道。在後面的章節論述分析鎮壓會道門原因和過程時，這些被中共定

性為「罪大惡極的反動會道門」還會詳細論及，這裏就不贅述。

從上觀之，中共還是一個叛亂集團時，就已經有著系統的對付會道門

的各種實踐。同時，中共在所謂的根據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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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和執行「法律」，在這些「法律」中明確而突出地創立了「反革命罪」，

並配以槍決等重刑。1931 年中共成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湘贛省蘇區反革命暫行條例〉（1932）、〈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

命條例〉（1934）、〈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漢奸條例〉（1939）、〈山

東省懲治戰爭罪犯及漢奸暫行條例〉（1945）等中共的「立法」都把「利

用宗教迷信」、「組織宗教會門、迷信團體」反對中共法令、為敵效勞定

為「反革命罪」，可以實施最高死刑處決。30

抗戰勝利後，1945 年 12 月，中共蘇皖邊區公安局在〈淮北抗戰階段

除奸工作總結〉中還強調：「我們對封建會道門的方針：一貫本着信仰自

由的態度，但對溝通敵偽、反動派，反對政府、危害人民利益者，懲治最

壞的首領，主要是爭取教育其下屬道徒，瓦解其基礎。」31 但一旦中共開

始獲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在各地奪取政權，態度立即變得強硬起來。

1949 年 1 月 4 日，中共華北人民政府發布〈解散所有會道門封建迷信組

織的布告〉，第一條強調，「所有會道門組織，應即立即解散，不得再有

任何活動」32。該布告對會道門進行了明確的定性：「查會道門不僅為封

建迷信組織，日常為反動分子操縱利用，以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在過去

抗日戰爭中及目前解放戰爭中，都曾發揮破壞作用，例如充當敵探、刺探

軍情、散播謠言、煽惑人心，甚至組織武裝暴亂，擾亂社會治安，迭經各

地公安機關破獲有案。若任其存在與發展，則對於革命事業與人民利益必

將大有損害。」331949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布〈對一貫道等

封建會道門的指示〉，提出了處理會道門的基本方針：「首惡必辦，脅從

不問，打擊會道門道首，爭取被騙道徒，瓦解反動組織。」34 這兩個公告

預示中共對會道門直接出擊、發出了最後通牒，中共紅色風暴將敲響會道

門的喪鐘，存在了兩千年的會道門系統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浩劫。

二、中共取締會道門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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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看到，中共對會道門的鎮壓在 1949 年建政以前都有一段歷

史。但本文的重點是研究 1950-1953 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對會道門

的剷除，這是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掌握國家政權對千年會道門進行的歷史

上最大規模、也最徹底的鎮壓。我們需要揭示和解釋這一事件發生的原

因。

首先，秘密社會中的會道門不僅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還具有強烈

的政治色彩，或者說具有內在的反叛性，對現存政治秩序來說，是「顛

覆性組織」35。中國歷史形成了悠久的壓制會道門的傳統，對民間宗教不

屑稱之為宗教，而稱之「淫祠」、「邪教」、「妖術」、「歪門邪道」、「異

端宗派」等。這當然和秦始皇以來皇帝自命為天子、專制皇權壟斷了祭

天的權力並接納儒道釋為正統有關 36。但從近現代而言，可以看到明、清

王朝留下的王朝傳統。現代中國的版圖主要是蒙古帝國的遺產，而蒙古

帝國和其中的元朝是一個多元宗教共存和繁榮的時代 37。但元朝的滅亡和

秘密教會起事（主要是白蓮教發起的紅巾軍起義）是有關的。其後建立

的明王朝確立了皇帝大權獨攬的中央集權制，自己曾是出家人的明朝開

國皇帝朱元璋對儒釋道採取了接納利用的宗教政策；而對秘密宗教（主

要是那些試圖稱帝起事的秘密宗教）則取締和鎮壓 38。清王朝的宗教信仰

包括滿人的薩滿教、藏傳佛教和漢化後採納的正統儒教。民間宗教作為

漢民族的一種結社方式，也成為清朝早期「反清復明」和後期「驅逐韃虜、

恢復中華」的文化、組織資源。清朝的中興、西方人和其宗教來到東方、

社會急劇變遷、王朝衰落及其伴隨的社會大動亂等都促發了民間宗教的

興起和繁榮 39。康熙、雍正時期並未對民間宗教採取大規模的鎮壓，但乾

隆以後面對教門（尤其是白蓮教及其分支）領導的不斷起事，清朝對「邪

教」也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政策，嘉慶時期尤其嚴酷。但隨著反洋教運動

的興起，刀會、拳會等武裝教派出現，義和團（作為白蓮教的分支）和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後來建立太平天國）以及各種幫會（天地會、青紅幫、

哥老會等）都加劇了清王朝的滅亡 40。毛澤東作為 20 世紀的朱元璋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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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厚愛有加（電影《海瑞罷官》引發的風暴可做一個小腳註 41），作為又

一位洪秀全，毛對宗教結社和王朝興衰的關係應該有深刻的認識。

正如前面已經提到，國民黨作為一個列寧主義的現代政黨，在民族國

家整合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試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改造，對會道門也

採取了歧視、管控和鎮壓的措施。1923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公

民權利有「尊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也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非依

法律，不受限制」。但國民黨作為一個奉行列寧主義和「民主集權制」的

政黨，其對社團的管控帶上濃厚的工團主義色彩，所以國民黨在 1932 年

10月的〈修正民眾團體組織方案〉規定，「所有團體，均採民主集權制」，

組織者「先向當地高級黨部申請許可」，民眾團體配備「指導員」，指導

員「接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民眾團體應在黨部指導政府監督之下組

織」，等等 42。利用這樣的權力，國民黨對部分會道門不予登記，甚至搗

毀。一貫道的道首張光壁在 1936 年到南京傳導遭到國民黨軍警扣押。因

為與日本人的合作，1945 年國民黨政府宣布禁封一貫道，同年冬，一貫

道在南京的崇華總佛堂被國民黨的社會部查封（直到 1987 年 1 月 21 日一

貫道才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承認合法）。一貫道因「犯有叛國通敵罪」，

被國民黨下令取締，一度進入「隱道期」43。國共作為中國現代意義上的

兩大政黨，早期有意識形態上的親和與政治軍事上的合作。尤其在北伐戰

爭中，兩黨都把會道門作為落後傳統的勢力予以清除。這些經歷對共產黨

產生影響也不難理解。

總體上說來，會道門是人們對正統社會政治秩序發生異化的產物，他

們可能對主流社會或社會某個面向的發展進行抵制，抵制方式可能是自衛

型，可能是對抗性的、甚至使用暴力的，也可能是逃遁、避世或隱居型的。

我們不難看到許多會道門既反共，也反國民黨。例如吉林省長春市的「儒

門聖道」30年代在雙陽一帶活動，當地大地主李家仁是道首。該道認為：「中

國之所以這樣亂是因為沒有真主，真主出現就好啦！」「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得完蛋，將來真主出世天下才能太平。」44 在浙江的一貫道在 1949 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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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一不保蔣，二不保毛，要保真命天子早上朝。」45 在河南的說法是：

「中央（指國民黨政府）不行，八路（指共產黨）也不能成功。」46 河南

省封丘縣的老母道在 1948 年也說：「國共兩黨都不中了，老母道要治天

下」，「三期末劫到來要消滅兩黨」47。1944 年福建羅源縣同善社提出「既

打倒國民黨，也要反對共產黨」，自己「打天下做皇帝」。48 在湖南新田

縣的同善社道首對會眾說：「國民黨快完蛋，共產黨五年半，將來將山歸

我們。」49 國民黨在其政權穩定時，可能會對會道門施加更嚴厲的管制，

但國民黨在逃離大陸前遭遇到兩次巨大的敵人的挑戰：日本入侵和中共崛

起。在應付這兩個危機時，國民黨也和日本人及共產黨一樣展開了控制和

支持會道門的政策。在 1949 年，國民黨大勢已去，5 月，福建同善社召

開了省「應變會議」，9 月，一貫道、大刀會也制定了「應變計劃」；12

月國民黨特務在四川峨眉山召開了全國會道門首領應變會議，提出了「萬

教歸一、武裝會眾、配合國民黨反攻大陸」等策略。大刀會、同善社等組

織了「順天保民軍」、「神州保民救國軍」等 50。同年蔣介石還親自關心

在成都成立了「游擊骨幹培訓班」，半年多時間多期培養了 3,000 多骨幹，

包括地方官員、警察、地主、會道門頭目、幫會頭子，等等。同年在貴州

也舉辦了「反共游擊訓練班」，培養了 1,700 多學員。蔣介石在離開成都

對美國記者發表了談話，誓言：「中國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為獨立

自由而戰，絕非暴力所能屈服。吾人現在戰於自由區，戰於匪區，戰於鄉

村、城市、學校及工廠。」國民黨還制定了〈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

游擊武裝的應變計劃〉，包括給會道門的安排：「積極吸收和引導、組織

過去我所留之各種地方武裝、警察、綠林武裝，等待一切機會，留心一切

機會，創造一切機會」，積極主動地進行「靈活的鬥爭」，配合國民黨完

成「反共復國」的「大業」。據中共的歷史披露，這些有組織、有計劃潛

伏下來的人員包括「武裝土匪 200 萬，特務分子 60 多萬，反動黨團骨幹

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60 多萬。」會道門骨幹主要包括在最後的 60 萬裏

51。國民黨政權的反共安排和反共企圖，對後來中共推行「鎮壓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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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的關係。中共官方文獻認定蔣介石「他就是新中國成立後三年大規

模反革命暴亂的罪魁」。52

會道門的組織千奇百怪，其成員也是包羅萬象。因為會道門畢竟是游

離在正統秩序之外，和「軸心時代」建立的大宗教（各種正教）相對抗，

所以「教門文化」和「上層文化」形成了分野，53 他們吸引的道徒以底層

民眾居多，有的甚至以老年婦女為主（例如山西省新絳縣的西華堂多為農

村婦女）54。西南局公安部在 1953 年 1 月 31 日發布的簡報中透露：貴州

安順城內 52 名點傳師中，女性占 2/3。在四川江北線水鎮 57 名壇主以上

道首中，婦女也占到 42.1%。其中 49 名道首中，60-80 歲的占 40.8%55。

但是，中共運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就必須把會道門及其主要成員歸為階

級敵人，從而在意識形態上建立打擊會道門的合法性。中共的做法是挑選

了十多種全國性的會道門組織作為政治運動宣傳的重點：一貫道、同善社、

九宮道、先天道、大乘門、聖賢道、宗教哲學研究社、道德學社、一心天

道龍華聖教會、歸根道、瑤池道、西華堂、真空道、孔孟道。他們被指控

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反動會道門」。56 中共建政以後，對這些「反

動會道門」羅列了下面一系列罪名：（1）與「反動政府」（儘管國民政

府是合法政府）勾結，充當反動統治階級的工具。（2）在抗日戰爭期間

與日本侵略者和汪偽政權勾結，叛國附逆。（3）進行反共宣傳、破壞革

命事業，並組織武裝暴亂。（4）傳播宗教迷信，造謠惑眾，並試圖稱帝

復辟變天。（5）詐騙道徒錢財，姦污女道徒。（6）道首大都是怙惡不悛

的漢奸、特務、流氓、惡霸地主之流。（7）反對和破壞農村的「土地改革」

和「抗美援朝」戰爭，支持美帝國主義。（8）利用國際形勢風雲，配合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從事現行反革命活動 57。對這八項指控，後面

還要討論，這裏主要集中在會道門的「反動剝削階級的人員構成」。濮文

起在對白蓮教的社會成分分析中列出了下列幾大類：（1）「農民，特別

是無田少地的貧苦僱農、佃農，是白蓮教教徒的主體」。（2）一般勞動

群眾，如水手、腳夫、鹽民、工匠、築路工人、小手工業者以及城市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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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僧侶、軍士、遊民。（4）地主紳士。（5）宗室、官僚、軍閥、

資本家。（6）少數民族 58。中共對一貫道的內部人員組成成分採用了三

分法：一部分是「特務、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是少數人」，另一部分是「一

批依靠傳布一貫道為生的迷信職業者」，再一部分是「廣大的抱有神權迷

信思想的儒道群眾」。59 在一位具有公安背景的作者列舉的「全國一貫道

領導點傳師以上人物簡介」提供的 71 位一貫道領導中，明確有大學文化

的只有三人，12 人有私塾教育（包括師尊張光壁和他的兒子張英譽都讀

了十年私塾），高中文化兩個，中學 7 個，小學 8 個，明確的文盲三個，

半文盲一個，37 人教育不詳，多為商號工廠學徒，也有習武士兵、郎中、

小職員等等 60。如果把這些領導和中共的早期領導相比，一貫道的最高教

育水平相當於毛澤東，但沒有达到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的水

準。據中共官方 1952 年對貴州東部雷山縣的同善社 82 名成員的調查：其

中有國民黨鄉長 7 名，區長 5 名，局長兩名，保長 7 名，地主分子 20 名，

士紳 17 名，共 58 名，占總成員 70.7%，主要首領為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執

行委員 61。這是中共在討論同善社時想強調的統治階級對會道門的控制。

即便這個少見的材料，也只是說明同善社吸收了一些低級官員，37 名地

主和紳士難以作為定性「反動」的有力支持。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使得

鎮壓會道門合理化時，採取了階級劃分法，同時過度誇大了地主和紳士的

反動性，並以此來動員農民參與這場政治運動。

「剷除會道門」是作為「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是配

合鎮壓土匪、清除惡霸特務，建立中共的政治秩序，同時也配合「土地改

革」、也為後來的「公私合營」開路，幫助建立中共的農村和城市的階級

劃分和經濟秩序。它也配合了「抗美援朝」，確立了中共的國際地緣政治

選擇。因為有當時的國內、國際、政治、軍事和經濟的現實危機，會道門

作出了各種反應，許多是敵視中共或反對中共政策的，這也引發了中共的

強力反擊和鎮壓。會道門和中共的大規模直接對抗源於土改。因為華北和

東北屬於老解放區，土改進行得最早，在 1947 年即開始。在 1947 年公布



511

中共摧毀會道門和極權主義的建立

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實現耕者有

其田的土地制度。」宣布「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祠

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所有權」62。不僅會道門的土地被沒

收，而會道門基本信奉三教合一、甚至五教合一，宣揚「天地君親師」，

勸人行善積德、不造惡業冤孽、因果報應、脫離今生苦海、來生進入極樂

世界，所以他們容易和鄉村地主和紳士合作，維護鄉村的保守主義秩序，

敵視共產黨領導無地農民及流氓無產階級掀起的農村激進主義路線（共產

黨在華北支持僱農、流氓無產者為主體的光蛋會，對抗鄉紳和地主為主導

的紅槍會就是一個例子）63。吉林長春在土改時，一貫道把宣傳無神論的

中共稱為「紅殺劫」，要農民在鬥爭地主時「不要打人、罵人」，在分田

分地時不要接受「不義之財」64。土改時 1949 年陝西的會道門對信徒傳達

說：「臘月殺窮漢」，「共產黨就是窮漢，共產黨領導窮漢翻身，今年臘

月都得殺完。」65 在山西，1947 年襄汾縣的一貫道就給會眾傳播：「富有

富根，窮怨命窮，只要修道，自有天保。」66 山西的一貫道在清算鬥爭和

土改運動中說：「貧富天注定，半點不由人。」「世上的東西沒有白來的，

吃四兩還半斤，今世拿了來世還。」「先清算地富，後清算中農，將來還

要清算貧農。」「過去有地是福，現在有地是禍。」67 一貫道在安徽說：「分

人家的田地是造孽。第一次改地主，第二次改富農，第三次改中農，最後

改貧雇農。」68 不難理解，中共和會道門的衝突也最早，會道門也最先遭

到鎮壓。1948 年 9 月 6 號，中共西北局社會部發出〈關於處理一貫道的指

示〉69。1949 年 1 月 4 日，華北人民政府發布公告取締封建會道門 70。1949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對一貫道等封建會道門處理的指示〉

71。正如杜贊奇在他的研究中所歸納的，中國 20 世紀上半葉北方農村的民

間宗教有四大類：村莊內的各種自願結社（只是部分村民加入），跨村莊

並有縱向等級 / 橫向聯絡的組織（例如白蓮教以及它的各種分支，如在理

教、先天道等），和村莊完全吻合的組織（例如以村廟為中心的全村人都

參加的自衛公益組織，管理全村的事務，外來人不得加入），以及第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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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混合而成的組織（擁有聯防的功能，紅槍會屬於這一類，它的社區和

宗教領域重合形成村社的公共領域，形成了地方精英治理村莊的平台）72。

因為第四種組織形式使得村務、宗教活動和跨村莊的聯合統一了起來，中

共力量進入村莊推動土改、徵收公糧、反對封建迷信團體、普及共產黨意

識形態，都會碰到同樣的組織抵抗。例如在安徽，1949 年恰遇天災，土改

和統購統銷都遇到抵制。皖北天門道道首說：「天不助共產黨，解放後乾

旱水災不絕」，鼓動道徒「打八路，搶公糧，度災荒」，還說：「政府搞

統購統銷，把糧食都運到蘇聯去了，想要餓死老百姓」73。在浙江，同善社

宣揚：「登記土地有罪，菩薩不叫登記」，「我們修行的人可以不交糧」

等 74。在四川，一貫道的道首在開仙佛班裏說：「共產黨來了要普燒普殺，

男男女女睡大鋪，吃大鍋飯；女子要弄去慰勞解放軍，老年人、小孩要餓死，

妻離子散，父子不親；毛澤東是天魔，穀米要集中了。」75 在中共會道門

歷史文獻裏，我們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所謂「暴亂」或「土匪暴亂」，而

且主要是由「一貫道」、「紅槍會」、「同善社」、「大刀會」、「九宮道」、

「先天道」等領導，其實就是村莊以會道門為組織資源而動員起來的集體

反抗。所以，剷除會道門，並代之以合作社和民兵來控制和治理村莊，就

成為中共完全滲透村莊、完成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共作為現代意義上的極權主義政黨，和國民黨有同樣的民族主義

訴求和現代化導向。在現代國家建設中，外族奴役 / 入侵成為有效的動員

手段。帝國主義也成為中國現代政黨用來動員排外情緒極強的民眾。與帝

國主義的關係也被用來鑑定「進步」與「反動」的試金石。北伐戰爭是要

驅逐帝國主義列強的干預和他們的代理人北洋軍閥，「抗日戰爭」是要抵

禦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抗美援朝」是要抵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共

在成長、壯大和奪取並穩固政權的過程中，都嫻熟地利用了這三個歷史機

會。中共把會道門的頭目定為「漢奸」、「特務」，一貫與「帝國主義相

勾結」，就是主要指日本侵華和朝鮮戰爭兩個時期。

有意思的是，從明清到民國和共產黨時期，會道門都是作為反叛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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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被鎮壓的。但日本侵華後卻出現了一個重大轉變：日本入侵滿洲建立

的滿洲國和日本全面侵華後，認識到會道門的反叛性和慈善公益功能，決

定通過合法登記的方式，把中國的民間宗教作為「文明教化」的重要工具，

首先以儒教和佛教整合亞洲文明，宗教的統一幫助亞細亞文明的統一，最

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實現與西方文明的抗衡。在此思想的指導下，

日本在滿洲國和中國內地都實行了對會道門的懷柔、拉攏、扶持、利用政

策 76。從 19 世紀末，日本就開始對中國的秘密會社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

查，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隊也都制定有具體措施，對「紅槍會」加

以利用，「並對歸順的紅槍會進行了極為適當的懷柔指導。」日本軍人是

這樣看紅槍會的：「他們之間非常團結，仁義觀念旺盛。如對其採取敵對

行動，必招致猛烈反抗。如能有效利用，則會成為皇軍的有力的合作團

體。」77 在日占時期，一貫道支持和維護「東亞和平」、「中日親善」，

對它的信徒說：「日軍保護一貫道道徒，只要入了一貫道，日本人就不殺，

也不搶東西」78。在中國大陸學者邵雍看來，這個時期國民黨對會道門的

控制和影響削弱了，共產黨對一些會道門也採取了「爭取與聯合的策略」。

「與此同時，部分會道門組織在日本侵略者的引誘收買下叛國投敵，為虎

作倀，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79 同理，抗美援朝時期，已經受到打

擊的部分會道門從美國干預可能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看到了新的希

望。一貫道宣稱：「民國 40 年（1951）有大災難，要刮七七四十九天天

罡風，天昏地暗，入道方能免災。」又說：「第三次世界大戰起來了，共

產黨不行了。」80 又據中共官史紀錄，當時北方還流傳著一貫道「掏心割

蛋抖腸子」和「割蛋割乳頭」的流言，說毛澤東幫助蘇聯用「人蛋配置炸

藥做原子彈」，派下便衣部隊「割男人的蛋」。小孩的也割，還割女人的

奶頭和子宮 81。對剛奪取政權，腳跟尚未站穩的中共來說，如此謠言，儘

管反映了會道門對中共的恐懼而由此產生的恐慌，中共看來當然是投靠帝

國主義的行徑，其心可誅。

上述的多項因素（明清和民國傳統、中共與會道門的歷史恩怨、會道



514

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

門與日本人和國民黨政權的親近、對中共現行政策的抵抗，例如土改、抗

美援朝等）都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中共要鎮壓會道門。明清和民國也

鎮壓過會道門，但打擊的對象基本上是有選擇性的，使用的手段也未走上

極端。中共對會道門的鎮壓剷除與以前的任何朝代或政權相比較，至少有

兩個重要區別：第一，中共是全面鎮壓會道門。大量的不關心政治、無暴

力行為、集中於修身養性成佛成仙的會道門也不例外。第二，中共的鎮壓

手段是最為殘酷的，對許多根本無暴力犯罪的宗教信徒大肆屠殺。這一屠

殺的殘暴性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的 30 來年，也超過清朝統治的近 300 年。

而要解釋中共鎮壓會道門的這一最大特徵，我們就必須引入意識形態分

析，來了解中共建立的極權主義體制的本質。

中國研究的文獻強調毛澤東取得政權以後試圖實現兩大緊迫目標：建

立一個強大國家主宰的新的政治秩序和迅速恢復並發展經濟。「抗美援朝」、

蔣介石乘機試圖「反攻大陸」和國內「反革命分子」的呼應使得毛澤東陷入

恐懼喪失政權、面臨反革命復辟的心理狀態。因此，「鎮壓反革命」成為

一個必然 82。但為什麼會道門會成為鎮壓反革命的一個重點，而且還持續最

長？我認為我們可以從宗教和意識形態兩個方面來深化我們的了解。明清並

不反對傳統的宗教，但儒家的世俗精神留下了底層社會會道門興起的空間。

民國作為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國家，在基督教的影響下，信仰的多元更加發

展，政治的多重危機也給會道門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儘管會道門對這三個階

段的政權都形成顛覆性的挑戰，但明清還是從正教—邪教的差異來看待會道

門，民國也主要是從現代—落後的角度來看會道門。毛澤東領導建立的中國

政權信奉唯物論和無神論，所以任何宗教都被看作為毒害人民的鴉片，是反

動的而必須被控制直至被消滅的，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 83。同時，毛

澤東的思想體系又非常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意識和意志，強調「思想改

造」、「整風」、「靈魂革命」和意識形態上的團結統一，具有「先知型的

使命」的他不會留下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空間給反動勢力 84。中共清楚地意識

到：「反動會道門是中國的『第二大黨』」85。其建國手段採用的是「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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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這就是：「政治權力可以侵入社會的各個領域和私人生活的諸多

方面，在原則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86 儘管「全

能主義」的提出者鄒讜強調的是國家和社會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可以更

緊或更鬆，它與「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結構還不一樣，但我們可以看到，

全能主義的制度化的結果更自然地會是「極權主義」。用中國自己的話來

說，是「不可戰勝的人民國家」、「空前強有力的政府」，「它必然成為

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唯一能夠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唯一能夠真正

統一全中國、唯一能夠擔負新中國艱鉅的建設任務的、最廉潔、最有效和

最強有力的政府。」87 事實上，這個政權的建設過程受到了蘇聯模式的直

接和長期的影響。不僅最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直

接以蘇聯體制為模仿對象，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專門派

出黨的第二把手劉少奇於 1949 年 6-8 月赴莫斯科取經。蘇聯也派出了高級

專家和顧問。11 月公安部也邀請蘇聯專家到公安部幫助工作。同年 12 月 6

日，毛澤東赴莫斯科，直到第二年 2 月 17 日才結束訪問。蘇聯模式的影響

反映在極權主義、肅反鎮反、鎮壓地主富農、勞改制度建立、洗腦等 88。

使用毛主義的極權主義可能不會得到一些中國通（包括鄒讜）的認同，但

毛的極權主義其實是更具有欺騙色彩而且行使更深入控制的極權主義，因

為下列三點原因：第一，毛澤東建立了動員型的體制，利用人民運動來實

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對一些左翼學者來說，這種「人民性」具有歷史進步

意義。第二，毛澤東願意保留最高層的反革命代表人物（從末代皇帝溥儀

到上海灘幫會頭目黃金榮），用他的話來說，「我們不殺一個老蔣，但我

們殺的是小蔣。」89 這給外界形成了一個與斯大林殺害最著名的敵人截然

不同的印象。第三，毛澤東的思想改造、以「全能主義的心態」給人民「洗

腦」（「大規模的意識形態上的心智戰爭」）、「做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成為所有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徹底也最成功的例子」90。「洗腦」的重要組

成部分是對會道門的剷除和對廣大會道門信徒每一個人的思想完全徹底轉

化。而中共極權主義最成功的原因也在於它不僅剷除了會道門，而且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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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會道門的剷除常態化，並且變成一個思想警察經常使用的手段來剷除和

防止意識形態上的異議或反叛組織。如果說，斯大林建立的是官僚主義的

極權主義，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具有民粹主義色彩。所以，毛澤東和中共要

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秩序，什麼樣的政權，決定了剷除會道門的重要性和

殘酷性。

三、中共消滅會道門的過程和手段

「肅清公開的和隱蔽的反革命殘餘力量」是中共在 1949 年 10 月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後的一個重點工作之一。在同一時刻，公安部召開第二

次全國公安會議，提出「有計劃、有步骤地解決會道門問題」91。1950 年

4 月，官方的《時事手冊》發表署名「張林」的長文，「嚴厲取締反動會

道門」，指出：「嚴厲取締反動會道門，已成為我們當前鋤奸防特、鎮壓

反革命活動的重要一環。」921950 年 7 月 23 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發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但並未引起各級領導的重視。1950

年 10月 10日，中共中央向各級黨委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又叫「雙十指示」）。隨即 10 月 16 日，公安部召開全國公安高級幹部

會議，部署貫徹執行這項「鎮反指示」，「一場以打擊特務、土匪、惡霸

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為重點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展開。」93 我們可以

說，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標誌性揭幕是在 1950 年 10 月，當時北京已經開始

逮捕一貫道道首的行動。同年 2 月 20 日，《人民日報》發表〈堅決取締

一貫道〉的社論，重申「取締一切會道門」，「任何反動會道門的化名組

織都是非法的」94。同年秋天，上海逮捕九宮道成員，9 名骨幹分子因為

試圖謀劃「暴動」被處決 95。1951年 1月，毛澤東把他的主要注意力從「抗

美援朝」轉移到「鎮反」工作，它是「毛澤東直接領導進行的」96。

鎮壓會道門的過程參考毛澤東對鎮壓反革命的分段，也可以分為三個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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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從「雙十指示」到 1951 年 9 月。1950 年開始登記，1951

年上半年開始群眾運動和專項鬥爭，實施大拘捕、大處決的起點。

第二階段：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4 月 30 日。中共指出在鎮反運動

中打擊會道門不夠，要把「一切不徹底的地區和一切不徹底的方面都進行

徹底」。

第三階段，1952 年 5 月以後到 52 年年底普遍進行徹底。以後「可轉

入經常鬥爭時期」97。但 1952 年 10 月召開的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認為第

二階段的鎮反任務存在各地不平衡的情況，決定從 1952 年 12 月 1 日到

1953 年 5 月 31 日六個月時間，完成鎮反的第三階段。而在這個「第三期

鎮反」階段工作的主要方面是「全面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工作」。

所以，儘管中共認為三年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在 1952 年年底「勝利

結束」，但 1953 年還繼續進行剷除會道門的「補課」工作 98。1953 年春

天中共中央甚至提出，「要把取締反動會道門作為農村社會改革的嚴重一

仗」99。中南局因此也提出，「把取締反動會道門作為結束農村改革的最

後一站」100。貴州省也提出，「對反革命的最後巢穴——反動會道門，開

展全省性的取締工作」101。1953 年 4 月公安部長羅瑞卿在總結第三階段的

工作時，指出：「取締會道門，必須要有群眾性的運動，因為不發動群眾，

不搞運動，就等於沒有取締。」所以，全國一些地方繼續開展群眾運動，

打擊會道門，也出現了槍決會道門骨幹的小高潮（例如湖南、廣東、廣西、

四川、貴州等省在 1953 年掀起了各地的處決熱），在許多地方它的規模

和聲勢甚至超過 1951 和 1952 兩年 102。直到 1953 年 9 月，中央政府才正

式宣布：「現在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作為一個大張旗鼓的群眾性運動來說，

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已經結束。」103

在第一階段的 1951 年，毛澤東親自坐鎮，指導運動的方向、節拍和

力度。是年 1 月 17 日，毛澤東在人民解放軍第 47 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

況的報告〉作了批示：「在湘西 21 個縣中殺了一批匪首、惡霸、特務，

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1 月 24 日，毛澤東再次就華東局關於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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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反革命應注意的問題給福建省委的電報中批示：「為了打落敵燄，伸張

民氣，對匪首、慣匪、惡霸及確有證據的重要特務和會道門頭子，應該放

手殺幾批。」1042 月 20 日，中央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

條例〉，針對「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

反革命罪犯」。反革命罪包括「背叛祖國罪、策動叛變罪、持械聚眾叛亂

罪、間諜罪、資敵罪、特務罪、利用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罪、反革

命破壞罪、反革命殺人罪、反革命挑撥與煽惑罪、反革命偷越國境罪、聚

眾劫獄罪或暴動越獄罪」等 10 幾種，根據不同犯罪和情節，可以處以死

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等。2 月 25 日，

毛澤東認為城市對反革命鎮壓不夠，再次批示：「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

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說來，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

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

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主要巢穴，

必須有計劃地布置、偵查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

分子。」105 3 月 30 日，毛澤東批轉中南局〈關於開展鎮壓反革命宣傳的

指示〉時寫道：「對鎮反宣傳不足是普遍的現象」，「很多地方，畏首畏

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在毛澤東這些連續的指令敦促下，大規模

殺人開始了，而且還配合了群眾運動和宣傳運動。

1951 年 1 月 17 日，北京軍管會槍決了五名一貫道道首和一名九宮道

道首。3 月 24 日，北京中山公園舉行宣判大會，第二天 199 名「美蔣特

務、慣匪、惡霸及反動會道門頭子」被押赴刑場槍決。5 月 25 日，221 名

「反革命罪犯」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8 月中旬又有 237 名「反革命」被

槍決，包括兩位被指控為美國間諜的外籍人士（而據歷史學家研究，20

年後周恩來間接承認這也是莫須有的罪名 106）。在天津，3 月 31 日，軍

管會處決 193 名「反革命罪犯」；六月底，處決 28 名道首 107；7 月 10 日，

又處決 277 名。4 月的西安，200 餘名「反革命分子」被槍決。在上海，4

月 30 日，294 人被槍決。3 月 20 日在河北易縣有個反革命的「化黨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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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教組織，據稱是要「為了消滅共產黨，殺害老百姓」，道首等 18 人

被槍決 108。5 月的重慶市江北區，34 名道首被處死刑 109。在雲南麗江，4

月 8 日召開萬人處死白蓮教的八名道首、前人、點傳師、壇主等 110。山西

省陽高縣在 1951 年上半年對 72 名道首判處死刑 111。1951 年 5 月，內蒙

古土默特右郡有 7 名一貫道道首被槍決 112。山東省德州市 1951 年 5 月槍

決了 9名道首。1951年夏天，山東博兴縣鎮壓無為金丹道，指控他們暴亂，

處決了 29 人 113。

鎮反在短短的時間裏就從「認識不足，優柔寡斷，行動不力」發展到

「殺人過快過多」114。據當時擔任廈門市市長的梁靈光回憶，廈門公安局

在「右傾」的批評壓力下上報了 100 人的判刑材料，省委、省政府批下來

24 人被判死刑。梁靈光知道後重新調查糾正，結果只有一人被處決 115。

面對這樣的激進，毛澤東也不得不潑點冷水來降溫。1951 年 5 月毛澤東

批示，從 6 月 1 日起，殺人批准權收回到省級（原來當地法院判處死刑只

需經過地委專署首長批准），同時增加「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死緩）的

使用。在 5 月 10-16 日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作出規定：「關於殺反

革命分子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內，農村不應超過人口的 1‰，城

市一般應低於 1‰，0.5‰為適宜。」116 如果我們細看這個「計劃殺人」，

以中國當時 4.3 億（城市 4800 多萬，農村 3.8 億）為基準，農村處決總數

不會高於於 40 萬，城市不會高於 2 萬五千。但其實這個標準根本沒有得

到徹底落實，而且，在喊殺人降速的同時，中共認為會道門還是一個未得

徹底清除的薄弱環節。在八月的政務院會議上，羅瑞卿做了〈關於鎮壓反

革命工作的報告〉，披露在一大批被處死刑的首惡分子中，匪首 / 慣匪占

44.6%，惡霸占 34.2%，反動會道門頭子 / 反動黨團骨幹占 7.7%，特務 /

地下軍頭占 13.5%117。

羅瑞卿在 1951 年 10 月 1 日的《人民日報》發文〈偉大的鎮壓反革命

運動〉，指出反動會道門還沒有徹底摧毀 118。所以，加強打擊會道門繼續

升級。例如，在山西省平魯縣，1951 年 12 月，17 位道首、反動地主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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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死。山西省嵐縣 1951 年有 8 名一貫道道首被槍決。河北唐縣 1952 年 2

月就執行9名一貫道道首死刑 119。在1952年9月對全國被處死的「反革命」

統計中，會道門頭子（主要是一貫道）占到了 20%120。

在 1952 年 9 月 29 日，公安部長羅瑞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三

年來鎮壓反革命工作的偉大成就〉一文，總結了三年的鎮反工作，並透

露：「全國 80% 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已受到殺、關、管各種懲處。三年中

殲滅土匪 240 餘萬，關押各種反革命分子 120 萬，管制 23 萬，殺掉 71

萬。」121 根據上述數字，我們可以推算出，三年鎮反處決的會道門成員

至少是在 14 萬人以上。對這一數據，我們還必須意識到，因為有各式的

所謂「暴亂」被鎮壓，死亡人數（戰鬥中被擊斃或時候被處決）經常是數

以百計，而許多事件其實是會道門領導的反抗，所以在「殲滅土匪 240 餘

萬」中，應該包括了不少的會道門道徒（如果以官方認定的槍決的反革

命中有 20% 的會道門分子，我們可以設想近 50 萬人的數字。這個數字和

槍決的的 14 萬左右的相加，正好與中共估算的潛伏下來的反動黨團會道

門的 60 萬吻合）。我們也必須看到這個 14 萬的估計並不包括中共 49 年

建政前在老解放區就一開始的清除會道門運動，也不包括以後在 1953 年

到 1955 年「第二次鎮壓反革命」新增加的數據。例如，吉林省在 1949 年

七月處死會道門道首 58 名，在鎮反運動中，再次判處會道門骨幹 153 人

死刑 122。1953 年 2-3 月，河南五個專區的會道門取締活動殺了 19 名，武

漢市槍決了兩名道首 123。而根據《中國會道門史料集成》零星的記錄，

在 1953 年這一年，上海槍決 65 名會道門分子 124。湖北五個縣（市）有

11 個道首被處決，湖南 12 個縣（市）有 52 人，廣東五個縣（市）有 15

人，廣西、貴州各兩個縣（市）分別有四人，雲南一個縣處決了 10 人，

陝西六個縣（市）處決 21 人，甘肅兩個縣（市）處決了 11 人，江西兩個

縣（市）處決了八人。而在這本文件裏，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下述說法：

「依法嚴懲」、「法辦」、「打擊」、「專政」、「鎮壓」、「依法懲

處」、「繩之以法」、來代替「處決」、「槍決」、「極刑」、「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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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看到使用「少數」、「一些」、「極個別」、「一批」、甚至「X」

或「XX」代替一位數和兩位數。政府統計有意掩蓋真相。江蘇省高郵縣

在 1951-1953 年間處決了 77 名會道門道首 / 道徒，但在官方制定的統計

表中，細目無法加全和總數吻合，在合計處給出了極度縮水的「17」的人

數 125。但我們也可能意外發現一些濫用死刑的蛛絲馬跡，例如河北涿州

（原涿縣）1964 年 8 月的一項統計顯示，中共建政以後，該縣處決了 27

名會道門首領 126。遼寧省在 1950-1958 年的九年中，處決會道門分子 808

人。1951 年年末遼寧丹東地區處決的非法會道門人數是 77 人 127。江蘇如

皋 1952-1954 年 6 人被判處死刑 128。安徽省碭山縣從 1949-1954 年共處決

31 名會道門道首 129。河南省安陽縣在 1970 年做的一項「解放」以來打擊

處理各種會道門的統計表透露，槍決的人數是 69 人 130。

鎮壓會道門還有一個副產品：大規模的自殺。例如在山東沂水專區至

1953 年 1 月發生「反革命」自殺 13 起，其中道首 10 名。在 1953 年反會

道門運動中武漢市也有 5 名自殺，10 人逃跑 131。總之，當一個政權在大

開殺戒同時又要維持政權的虛偽而掩蓋真相時，我們也許永遠無法知道真

相。但正如我在開篇之處提到的「分形理論」的原理，如果中共政權和它

的地方政府和官員都生活在同樣的制度環境中、遵循同樣的政治邏輯，他

們的行為模式是會有強烈的趨同性和高度的同質性的。任何一個文件、數

字的殘片不會是一種例外，而且它們作為在高度控制的新聞審查體制中被

釋放出來，正好說明它們的典型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運用「社

會學的想像力」，從具體孤立的數字和事件看到制度的整體和它們反映出

的權力關係和權力本質。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共在建政的第一個五年，

對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群體展開了一場大屠殺。「神州處處是法場！」這是

中共官方自己的簡單概括 132。

四、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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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具有悠久的會道門傳統，而這一傳統又蘊含著豐富的反叛精神

和帝王野心。毛澤東和他領導和塑造的中國共產黨根植於這種傳統，反映

出它們共同的特性：實用性、機會主義、秘密色彩、政治企圖、反理性精

神、甚至野蠻殘暴。毛澤東和中共羅列的所有指控「反動會道門」的罪行：

落後封建迷信、家長制統治、教主崇拜、陰險殘酷的戒律、被外國勢力操

縱利用、稱皇稱帝、對道徒剝削摧殘、騙取錢財、姦污女道徒，等等，今

天無一不可以用來起訴中共和它的首領毛澤東。中共對會道門成功的迫害

和屠殺，主要是它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能把現代意識形態和政黨方式與現代

軍事武器和科學結合起來，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毛主

義教門。毛澤東和中共對會道門的仇恨和無情，最核心的原因還在於，他

們認識到了自己的組織和思想體系與會道門有同構和二元對立的不可調和

的衝突。這種衝突的結果是毛澤東在短時間內就用最殘酷的極刑手段以及

長刑、勞改、監視等肉體消滅會道門首領、擊垮會道門成員、剷除會道門

組織。這體現了中共極權主義體制的殘酷性：用群眾運動、洗腦的宣傳手

段、大規模暴力屠殺的方式消滅一個主要是民間信仰的社會群體。這是中

國現代歷史的悲劇。但我們當下總結這段歷史，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這種

衝突所暴露的中國政治思維的深層癌症，以及由此帶來的國民黨的威權主

義的、半開放社會在中國的失敗，兴起的是極權主義的封閉社會。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卡爾•波普爾批判了極權主義的「宗

教裁判理論」：「作為牧羊人的統治者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律法，尤其是宗

教實踐和理論的僵化，來保護自己的羊群，是一個責任。為了這個責任，

即便牧羊人——統治者們不得不殺死那頭狼，而它可能是公認的誠實並品

行優良的人，但很不幸的是，他的染病的良心不允許他向權勢者的威脅屈

服。」133 中共在處理與會道門的關係上，至始至終是把自己放在了有宗教

裁判權力的絕對真理的地位：是非、對錯、進步與落後、解放與反動、人

民與敵人所有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判斷，完全是一中共和中共利益為標準

的。即便中共還是中華民國治理下的一個反叛組織之際，它就可以行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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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的權力進行「除奸反特」；在它執政後，也可以用會道門與合法民國

政府合作作為「反革命罪」來迫害鎮壓，也可以用「破壞民主秩序罪」來

暴力清除不認同自己政權或政策的異議組織 134。

毛澤東和他建立的中共政權對會道門這類信仰團體行使絕對的宗教

裁判權，不僅把自己定位為真理的化身，從絕對、全息和原教旨主義的角

度信奉和推行他們自封為「科學」的意識形態，而且還用反理性的社會動

員和宣傳，通過恐怖和威脅把人民的仇恨、恐懼、無知、嫉妒和偏狹等破

壞性的情緒動員起來，在反對會道門運動中得以宣洩。在波普爾看來，這

必然走向犯罪。這種犯罪帶來的一個惡果就是否定人的平等，而用階級、

人民或敵人、愛國或叛國來把社會分成政治等級。這又構成新的犯罪。在

波普爾看來，「因為使得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權力成為合理。主人有權力

奴役奴隸，某些人有權力把他人作為自己的工具。最終，它會被用來論證

謀殺的合理性。」135 即便我們認識到會道門的各種問題，但採用「全能主

義」、「極權主義」和「封閉社會」的殘酷手段，這種狹隘、宗教色彩濃

厚的終極裁判是否比它試圖解決的問題還邪惡，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在總結和頌揚鎮反和剷除會道門的暴力手段時，中共宣傳經常用「神

州處處是法場」這句話。中共過去的利用和現在的鎮壓形成了一個對比。

上海同善社的道徒在鎮反開始時說：「共產黨從前是收復人心，所以要寬

大無邊；現在是採取報復政策，故鎮壓無邊。」136 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

是，中共作為一個無神論的政黨，視所有宗教為「鴉片」、「毒藥」，一

切神職人員本質上屬於「牛鬼蛇神」，它的使命是要把中國從「神州」變

為「無神論的天堂」，儘管和所有的同樣努力一樣，「在地球上造就天堂

的努力不可避免地營造出地獄」137，事實上，中國從「神州」變成了「夜

叉國」。中共不僅不受中國古典約法的約束，其明確目標就是要破除舊傳

統，而且，中共也不遵守一個開放、民主、自由、多元社會所尊重的基本

法則，所以，中國在中共下既無「法場」，也無「道場」，而剩下的是赤

裸裸的大規模殺人刑場。「夜叉國處處是刑場」恐怕更為貼切地描述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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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治下，尤其是鎮反期間的中國。

對民間宗教和軸心時代宗教的迫害在中共政權下從未停歇過。今天，

中共在習近平的帶領下，又爆發出狂熱的馬列毛原教旨主義的思維模式，

對所謂「邪教」（包括了更多的外來宗教門派）和「會道門」也是用了最

極端的方式（包括濫用酷刑、死刑和搞群眾運動）來鎮壓。中國的政治、

經濟、社會形勢，以及她面臨的國際形勢和周邊邊陲地帶的挑戰讓中共感

到「敵人」無處不在，「鬥爭」無時不有。人們擔心，當下的中國是否有

跡象在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完成這篇論文後，我的擔心是：「文

革」還有底層造反鬥走資派 / 當權派，而當下的中國是一個教主似的「領

袖」在烏托邦理想的激勵下，對持異議和反對他的非暴力的「敵人」開始

了以極權國家暴力機器為主體的殘酷鎮壓。所以我們該問，中國是否正在

走向「鎮壓反革命」/「鎮壓會道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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